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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本文在 “波特假说” 的基础上， 采用 ２０００—２０１３ 年中国海关数据库和

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的匹配数据， 以中国生态环境部密集实施的清洁生产行业标准

作为研究案例， 运用多期双重差分法考察清洁生产环境规制对企业出口国内附加值

率的影响。 研究结果表明： 中国清洁生产环境规制显著提高了企业出口的国内附加

值率， 但是存在一定的负向挤出效应； 企业清洁生产环境规制对企业出口国内附加

值率的影响存在显著异质性， 对东部地区企业、 加工贸易企业、 非国有企业和资本

密集型企业表现出显著的正向提升作用； 运用中介效应模型对作用机制进行了检

验， 发现清洁生产环境规制可以通过提高企业技术层次、 降低产品进入率和提高产

品退出率三种影响渠道来提升企业出口的国内附加值率。
关键词： 清洁生产； 环境规制； 国内附加值率； 中介效应

［中图分类号］ Ｆ７４０　 ［文献标识码］ Ａ　 ［文章编号］ １００２－４６７０ （２０２１） ０８－０１３７－１９

一、 引言及文献综述

改革开放以来， 出口贸易对于推动我国经济高速增长起到了重要作用。 数据显

示， 总出口占国内生产总值 （ＧＤＰ） 的比重由建国初的不到 ４％， 一直增长到 ２００７
年的 ３５􀆰 ４％， 之后下降到 ２０１８年的 １８􀆰 ２％。 这说明， 新时期单纯依靠出口规模或

者数量的粗放型经济发展模式不可持续， 因而亟需提升出口质量。 例如， Ｋｒａｅｍｅｒ
等 （２０１１） ［１］发现， 传统出口加工模式下的一台在中国组装的 ｉＰｈｏｎｅ， 中国仅能获

得相当于海关报价 １􀆰 ８％的新增附加值。 因此， 中国企业迫切需要提高出口的真实

贸易利得 （Ｋｏｏｐｍａｎ ｅｔ ａｌ􀆰 ， ２０１２） ［２］， 出口质量提升可以体现在出口产业从低附加

值向高附加值的升级。
一些研究显示， 近年来我国出口给国内造成了大量能源消耗和污染排放

（Ｙｕｎｆｅｎｇ ａｎｄ Ｌａｉｋｅ， ２０１０［３］； Ｄｉｅｔｚｅｎｂａｃｈｅｒ ｅｔ ａｌ􀆰 ， ２０１２［４］； 张 文 城 和 盛 斌，
２０１７［５］）。 Ｐａｎａｙｏｔｏｕ （１９９６） ［６］认为， 一国环境污染程度伴随着经济发展而发生变

化， 长期来看， 满足倒 Ｕ型的环境库兹涅茨曲线的特征。 本文认为， 中国目前基

本上处于环境库兹涅茨曲线的中前段， 符合经济发展的正常规律， 但是也面临着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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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耗和高污染的经济发展窘境。 为此，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生态环境部等部门出台了

一系列的环境政策， 直接目标是降低污染排放。 政府部门既有进行环境治理的需

求， 又有促进经济可持续发展和产业转型升级的需求， 但是二者是否可以统一还较

少有研究给出肯定的证据 （李虹和邹庆， ２０１８） ［７］。
对于出口产业， 对内需要改变以牺牲环境为代价的发展模式， 因此实施合适的

环境政策具有必要性， 对外需要改变粗放型的出口模式和提高企业的真实贸易利

得。 那么， 以治理污染为直接目标的环境政策是促进还是抑制了出口产业的附加值

升级？ 本文认为， 厘清环境政策与企业出口国内附加值率之间的关系， 对于当今中

国环境治理和促进产业转型升级都具有重要的启示作用。 本文以 ２００６—２０１０年生态

环境部密集颁布和实施的清洁生产行业标准作为相对外生的环境规制的研究案例， 并

进行准自然实验。 不同于现有研究案例一般属于末端治理范畴 （Ｃａｉ ｅｔ ａｌ􀆰 ， ２０１６［８］；
康志勇等， ２０１８［９］）， 清洁生产行业标准属于环境的前端治理范畴， 理论上可以从源

头控制污染和资源浪费以及减小后期的污染处理成本， 属于目前国际上主流的环境治

理方式 （Ｆｒｏｎｄｅｌ ｅｔ ａｌ􀆰 ， ２００７） ［１０］。
已有关于环境规制的研究一般会涉及 “波特假说” （Ｐｏｒｔｅｒ ｈｙｐｏｔｈｅｓｉｓ）， Ｐｏｒｔｅｒ

和 Ｖａｎ ｄｅｒ Ｌｉｎｄｅ （ １９９５） ［１１］ 认为， 尽管环境规制在短期内可能存在挤出效应

（Ｈｅｒｉｎｇ ａｎｄ Ｐｏｎｃｅｔ， ２０１４） ［１２］， 但是由于长期内的创新补偿效应足以抵消负向的挤

出效应 （Ａｍｂｅｃ ｅｔ ａｌ􀆰 ， ２０１３［１３］； Ｒｕｂａｓｈｋｉｎａ ｅｔ ａｌ􀆰 ， ２０１５［１４］）， 进而可以提高受规

制产业或者企业的经营绩效 （ Ｌａｎｏｉｅ ｅｔ ａｌ．， ２００８） ［１５］ 和产品质量 （胡浩然，
２０１９） ［１６］。 尽管如此， 环境规制是否可以促进产业发展依然没有定论， 本文认为主

要与环境规制长期内正向的创新补偿效应和短期内负向的挤出效应的综合作用有

关。 关于附加值的研究大致分为两类： 第一类是关于国内附加值率的测算方法

（Ｋｏｏｐｍａｎ ｅｔ ａｌ􀆰 ， ２０１２； Ｕｐｗａｒｄ ｅｔ ａｌ􀆰 ， ２０１３［１７］； Ｗａｎｇ ｅｔ ａｌ􀆰 ， ２０１３［１８］； Ｋｏｏｐｍａｎ
ｅｔ ａｌ􀆰 ， ２０１４［１９］； Ｋｅｅ ａｎｄ Ｔａｎｇ， ２０１６［２０］）； 第二类是关于影响中国企业出口国内附

加值率的因素分析， 例如有文献从贸易自由化 （毛其淋和许家云， ２０１９） ［２１］、 《外
商投资产业指导目录》 修订 （毛其淋和许家云， ２０１８） ［２２］、 最低工资标准改革

（崔晓敏等， ２０１８） ［２３］、 要素市场扭曲 （高翔等， ２０１８） ［２４］等视角展开了分析。
本文使用 ２０００—２０１３年中国海关数据库和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的匹配数据，

采用多期双重差分法进行实证， 发现清洁生产环境规制提高了企业出口的国内附加

值率 （ＤＶＡＲ）， 从而证明了环境规制可以促进附加值升级。 清洁生产环境规制提

升企业出口 ＤＶＡＲ的过程伴随着企业技术层次升级和企业内部的产品转换行为。
因此， 本文借鉴已有研究的分析方法 （毛其淋和许家云， ２０１９）， 采用中介效应模

型对清洁生产环境规制影响企业出口 ＤＶＡＲ 的作用机制进行检验， 发现企业技术

层次升级、 产品进入率降低和产品退出率提高是主要影响渠道， 有助于深入理解环

境政策变动与企业出口 ＤＶＡＲ的内在联系。
本文通过梳理文献对上述影响渠道进行逻辑分析。 清洁生产行业标准是一种比

较具体和严格的生产技术标准， 在严格约束下企业不得不提高生产标准和技术层

次， 从而使企业有能力从事更多的生产环节， 通过延长国内生产链降低对国外中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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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入品的依赖程度， 进而提高企业出口的 ＤＶＡＲ。 同时 “波特假说” 认为， 长期内

环境规制将带来创新补偿效应， 而研发创新可以影响技术进步方向 （Ｔｈｏｅｎｉｇ ａｎｄ
Ｖｅｒｄｉｅｒ， ２００３） ［２５］， 进而推动企业技术进步。 毛其淋和许家云 （２０１９） 认为， 创新

渠道可以增大企业的生产范围和增加国内可提供的中间品种类数量， 以及降低进口

中间投入品的使用比例 （诸竹君等， ２０１８） ［２６］。 本文认为， 企业技术层次升级可能

在清洁生产环境规制提高出口 ＤＶＡＲ 中起到类似的作用。 与此同时， 已有研究认

为， 环境规制可以影响企业内部的产品组合 （Ｍａｙｅｒ ｅｔ ａｌ􀆰 ， ２０１４［２７］； Ｅｌｒｏｄ ａｎｄ
Ｍａｌｉｋ， ２０１７［２８］）， 使得企业内部的产品种类和生产比重发生动态变化， 即发生产

品转换行为 （Ｂｅｒｎａｒｄ ｅｔ ａｌ􀆰 ， ２０１０） ［２９］。 Ｅｃｋｅｌ和 Ｎｅａｒｙ （２０１０） ［３０］发现， 产品转换

行为可以影响企业的出口行为。 祝树金等 （２０１８） ［３１］从进口角度发现， 企业进口的

产品转换行为对国内附加值具有显著促进作用。 因此， 本文认为， 企业内部的产品

转换行为反映了企业内部资源的配置状况， 环境规制可能通过产品转换行为影响企

业出口的 ＤＶＡＲ。

二、 清洁生产行业标准介绍和特征事实

（一） 清洁生产行业标准介绍

我国早期的环境政策大多属于末端治理范畴， 但是末端治理并不能彻底治理污

染， 并且导致了较低的资源利用率， 提高了后期的污染处理成本。 因此， 属于前端

治理范畴的清洁生产治理方式逐渐受到了欢迎和重视。 ２００３ 年中国正式实施了

《清洁生产促进法》， 生态环境部在 ２００６—２０１０ 年密集出台和实施了清洁生产行业

标准。 截至 ２０１３年， 中国生态环境部共出台了 ５６个清洁生产行业标准， 本文根据

行业标准公告中对环境规制范围的具体定义， 识别出每一个清洁生产行业标准对应

的 ４位数行业， 相关统计如表 １ 所示。 可以看出， 清洁生产行业标准最早从 ２００３
年开始实施， 密集实施于 ２００６—２０１０ 年， 其中 ２００７ 年实施的行业标准最多。
２００８—２０１０年包含了 ４１％左右的以前规制过的 ４ 位数行业， 并且 ２０１０ 年包含了 ５
个中国海关数据库中不存在的 ４位数行业。 本文进一步统计出每年新增的 ４位数行

业， 历年数量总和为 ７８个。

表 １　 清洁生产标准对应的 ４ 位数行业数量统计

（单位： 个）

实施
年份

清洁生产行业
标准数量

４位数行业
（ＧＢ２００２）

以往政策文件
出现过的行业

海关数据中
不存在的行业

新增的 ４位数
行业数量

海关和工企匹配数据中
样本量的比重 （％）

２００３ ３ ８ ０ ０ ８ ２􀆰 ３４
２００６ １０ ２１ ０ ０ ２１ ６􀆰 ７６
２００７ １２ １８ ０ ０ １８ ２􀆰 １６
２００８ １０ １９ ８ ０ １１ １􀆰 ０２
２００９ １３ ２６ １４ ０ １２ １􀆰 ７６
２０１０ ８ １６ ３ ５ ８ ０􀆰 １５

注： 海关数据中不存在废弃资源和废旧材料回收加工业以及住宿和餐饮业所对应的 ４位数行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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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事实描述

本文将上述 ７８个 ４位数行业匹配到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中， 将匹配上的企业归

类为实验组， 将其他企业归类为对照组。 新增的清洁生产行业大多集中于 ２００６—
２０１０年， 并且因为 ２００３年的清洁生产行业分布相对离散， 本文将其剔除， 最终实验

组样本占总样本的 １２􀆰 １３％。 本文主要采用 Ｕｐｗａｒｄ 等 （２０１３） 和Ｗａｎｇ等 （２０１３） 的

方法测算出企业出口的国内附加值率 （ＤＶＡＲ）， 两组企业的年平均 ＤＶＡＲ数值如表

２所示。 数据显示， 实验组企业的年平均出口国内附加值率在 ２０１３年相对 ２０００年增

长了 ４９􀆰 ３４％， 但是对照组仅增长了 ３６􀆰 ４９％， 前者比后者高 １２􀆰 ８５个百分点。 并且，
两组企业年平均国内附加值率的变化趋势在 ２００５年以前基本一致， 在 ２００６年以后发

生了明显的变化， 与清洁生产行业标准实施的时间点重合。

表 ２　 实验组和对照组企业的年平均国内附加值率变动表

（单位：％）

组别 ／年份 ２００１ ２００３ ２００５ ２００７ ２００９ ２０１１ ２０１３ 增幅

实验组 ６６􀆰 ４５ ７２􀆰 ５８ ７７􀆰 ２２ ８０􀆰 ８７ ８３􀆰 ５２ ８２􀆰 ９３ ８５􀆰 ６８ ４９􀆰 ３４

对照组 ５８􀆰 ５２ ６７􀆰 ５８ ７２􀆰 ２２ ７７􀆰 ７４ ７９􀆰 ９６ ７８􀆰 ７２ ８２􀆰 ７６ ３６􀆰 ４９

注： 增幅指 ２０１３年国内附加值率相对 ２０００年的变化率。

图 １　 实验组和对照组企业技术层次的变化趋势

本文主要从企业的技术层次和产品转换行为两个角度进行作用机制检验。 本文依据

Ｌａｌｌ （２０００）［３２］和 Ｂｅｒｎａｒｄ 等 （２０１０） 的方法测算了企业层面的技术层次 （ｔｅｃｈ）、 产品

进入率 （ｅｎｔｅｒａｔｅ） 和产品退出率 （ｅｘｉｔｒａｔｅ） 指标， 构造和测算方法详见下文介绍。 本

文计算出上述三个指标的年平均值， 分别如图 １和图 ２所示。
从图 １可以看出， ２００６年以后实验组相对于对照组的企业技术层次 （ ｔｅｃｈ） 得

到了大幅度提升①。 本文认为伴随生产工艺的技术升级， 企业将有能力从事更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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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产过程， 从而有利于延长国内的生产链和提高企业出口的 ＤＶＡＲ。 从图 ２ 的产品

转换行为角度来看， ２００６年以后实验组相对于对照组的产品进入率 （ ｅｎｔｅｒａｔｅ） 出

现了下降趋势且主要集中于后半段， 产品退出率 （ ｅｘｉｔｒａｔｅ） 则呈现上升趋势， 主

要集中于前半段。 产品进入率的下降意味着清洁产品的进入门槛得到了提高， 产品

退出率的上升意味着市场竞争程度提高进而导致企业内部的产品淘汰率得到提升。
可以推断， 在清洁生产政策影响下， 企业可能通过生产工艺的技术升级和企业内部

产品的更新换代进行附加值升级。

图 ２　 实验组和对照组企业产品转换率的变化趋势

三、 研究设计

（一） 计量模型

本文使用双重差分法 （ＤＩＤ 模型） 进行实证检验， 但是 ２００６—２０１０ 年集中实

施的清洁生产行业标准依然存在时间的不一致， 考虑到清洁生产行业标准实施时间

存在多期的情况。 本文借鉴 Ｂｅｃｋ等 （２０１０） ［３３］的做法， 构建多期双重差分法的计

量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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ＤＶＡＲ ｉｊｔ ＝ β０ ＋ β１ × ｐｏｓｔｉｊｔ × ｔｉｍｅｔ ＋ β２ × Ｘ ｉｊｔ ＋ ａｉ ＋ ａｔ ＋ ξｉｊｔ （１）
计量模型中 β１系数的显著性和数值方向是本文的主要关注点， 如果 β１大于 ０且

通过显著性检验， 则说明清洁生产环境规制提高了受规制企业的出口 ＤＶＡＲ。 在公式

（１） 中， ｐｏｓｔｉｊｔ表示政策分组虚拟变量， 如果行业 ｊ 企业 ｉ 在当年 ｔ 及以后年份受到清

洁生产行业标准的影响， 则取值为 １， 否则取值为 ０。 ｔｉｍｅｔ为时间分组虚拟变量， 本

文将清洁生产行业标准实施之前的年份设置为 ０， 受到清洁生产行业标准影响当年及

以后年份设为 １。 因为清洁生产行业标准实施的年份不同， 通过上述设置可以避免单

期 ＤＩＤ模型对于政策实施时间必须固定在一定年份的限制。 对于交叉项 ｐｏｓｔ×ｔｉｍｅ，
在下文实证部分统一使用 ｔｔ 表示。 Ｘ 表示控制变量， ａｉ、 ａｔ为企业和年份层面的固定

效应， ξｉｊｔ为随机误差项， 本文在 ４位数行业层面对标准误进行了聚类调整。
本文使用 ２０００—２０１３ 年中国海关数据库和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的数据， 借鉴

Ｕｐｗａｒｄ等 （２０１３） 的方法对两套数据进行合并。 参照 Ｂｒａｎｄｔ 等 （２０１２） ［３４］的方法处

理了工业企业数据， 删除了明显不符合会计准则的样本。 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的行业

编码标准在 １９９４、 ２００２和 ２０１１年发生了变化， 本文统一转为 ２００２年中国国家统计局

的行业统计标准 《国民经济行业分类》 （ＧＢ ／ Ｔ４７５４－２００２）， 并对于地区编码进行了

统一转化。
（二） 国内附加值率的测算

现有研究大多采用 Ｋｅｅ 和 Ｔａｎｇ （２０１６） 的方法来测算企业的出口 ＤＶＡＲ， 但

是 ２００８年以后的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缺少中间投入变量， 因而不能使用该方法进

行测算。 本文借鉴 Ｕｐｗａｒｄ等 （２０１３） 和 Ｗａｎｇ 等 （２０１３） 的方法进行测算， 该方

法假定企业的中间投入全部来自进口， 加工贸易方式的中间投入全部来自进口， 一

般贸易方式进口则按照同样比例用于国内销售和出口。 则企业出口的国内附加值率

（ＤＶＡＲｒ） 如下：

ＤＶＡＲｒ ＝ １ － Ｍｐ ＋ Ｘｇ［Ｍｇ ／ （Ｄ ＋ Ｘｇ］
Ｘ

（２）

其中， 企业的进口、 出口和国内销售分别用字母 Ｍ、 Ｘ、 Ｄ 表示， 加工贸易和

一般贸易方式分别用字母 ｐ 和 ｇ 表示， 国内销售用企业的销售产值减去出口交货值

得出①。
但是上述方法存在一定的缺陷， 吕越等 （２０１７） ［３５］ 对上述方法进行了如下

改善：

ＤＶＡＲ ＝ １ －
Ｍｐ

Ａ ＋ Ｘｇ［Ｍｇ
Ａｂ ／ （Ｄ ＋ Ｘｇ］
Ｘ

（３）

首先， 根据 ＢＥＣ （Ｂｒｏａｄ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Ｃａｔｅｇｏｒｉｅｓ） 编码识别出中间投入品， 由于海

关 ＨＳ产品码与 ＢＥＣ编码是一一对应关系， 并且 ＢＥＣ 产品分类包括资本品、 消费

品和中间品， 本文将中间品对应的一般贸易进口作为中间投入； 其次， 由于贸易中

间商并不一定从事生产， 仅充当进出口贸易的代理角色， 本文将企业名称中包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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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贸” “科贸” “外经” “进出口” “贸易” 字段的样本进行剔除处理； 最后， 由

于部分加工贸易企业并没有将进口的中间品全部投入到生产， 而是专卖给国内其他

企业， 进而造成了过度进口和过度出口， 本文借鉴 Ｋｅｅ 和 Ｔａｎｇ （２０１６） 的方法将

过度进口和出口企业剔除。 其中， Ａ 表示剔除贸易中间商， ｂ 表示通过 ＢＥＣ 编码识

别的中间投入品。 实证检验部分所使用的企业出口国内附加值率指标为基于公式

（３） 修正后的 ＤＶＡＲ。
（三） 控制变量

不同于已有研究仅从企业层面加入控制变量， 本文进一步从产品、 行业和城市

层面构造特征变量。 企业层面控制变量包括： 利润率 （ｐｒｏｆｉｔ）， 使用企业利润总额

除以工业总产值表示； 要素密集度 （ ｌｎｋｌ）， 使用企业人均固定资产取对数表示，
其中固定资产使用以 ２０００ 年为基期的固定资产投资价格指数进行折算； 企业规

模 （ ｌｎｓｃａｌｅ）， 使用企业职工人数的对数表示。 企业年龄 （ ａｇｅ）， 使用企业实际

存在年份的对数表示， 其中当年成立的企业看作在位一年； 企业所有制， 根据中

国工业企业数据库中企业登记注册类型进行划分， 设置新外资背景企业， 将外商

独资企业、 中外合作企业和中外合资企业归类其中， 设置新国有企业， 将国有企业

和集体企业归类其中， 其他企业归类为新民营企业； 国有企业虚拟变量 （ ｓｏｅ）， 将

新国有企业设置为 １， 其他企业设置为 ０； 外资背景企业虚拟变量 （ ｆｏｅ）， 设置类

似。 贸易方式虚拟变量 （ ｔｒａｄｅ）， 将从事加工贸易方式的企业设置为 １， 其他企业

设置为 ０。
从产品层面构造企业层面控制变量： 本文测算了 ６ 位数 ＨＳ 产品层面的质量，

然后根据企业每种产品的出口比重加权平均计算出企业层面的产品质量 （ ｑｕａ）。
Ｌａｌｌ （２０００） 按照产品的技术含量线性标准化并且由高到低进行分组， 具体分为高

技术密集型、 中等技术密集型、 低技术密集型、 资源密集型和初级产品等其他种

类。 虽然无法获得每种产品的具体技术含量数值， 但是可以按照上述分组分别赋值

为 ０􀆰 ９、 ０􀆰 ７、 ０􀆰 ５、 ０􀆰 ３和 ０􀆰 １， 然后按照企业每种产品的出口比重加权平均计算出

企业层面的技术密集度， 然后按照 ５分位数进行重新分组。 本文将处于 ４ ／ ５分位数

点以上的企业定义为高技术企业， 并且设置为 １， 其他企业设置为 ０， 表示高技术

企业虚拟变量 （ｈｉｇｈｔｅｃｈ）。 此外， 设置中技术企业虚拟变量 （ｍｉｄｔｅｃｈ）， 将处于 ３ ／
５分位数点到 ４ ／ ５分位数占的企业定义为中等技术企业， 并且设置为 １， 其他企业

设置为 ０。
行业层面和城市层面的控制变量： 市场集中度 （ｈｈｉ）， 用行业中企业从业人

数比重的平方和衡量， 用以反映市场竞争程度； 产业结构 （ ｆｉｒｓｔｇｄｐ）， 使用第一

产业的工业产值占城市总产值的比例来衡量； 城市发展水平 （ ｌｎｐｇｄｐ）， 使用城

市人均 ＧＤＰ 除以不变基期 ＧＤＰ 平减指数， 然后取自然对数衡量； 资本密集度

（ ｌｎｐｃａｐ）， 使用城市人均资本存量除以不变基期固定资产平减指数， 然后取自然

对数衡量； 城市交通便利度 （ｋｅｙｕｎ）， 使用城市铁路、 公路、 水运等客运人次除以

城市总人口取对数来衡量。 城市层面的数据来源于 《中国城市统计年鉴》。

３４１

《国际贸易问题》 ２０２１年第 ８期 贸易与环境



四、 实证检验

（一） 基准回归结果

本文基准回归结果如表 ３所示， 模型（１）—模型 （４） 逐步加入了企业、 产品、
行业和城市层面的控制变量。 其中， 模型 （４） 则控制了企业、 产品、 行业和城市

层面的全部控制变量， 在下文实证部分将以模型 （４） 作为基准计量模型。 回归结

果显示， 模型（１）—模型 （４） 中交叉项 ｔｔ 的系数显著为正数， 这说明清洁生产环

境规制显著提高了企业的出口 ＤＶＡＲ。 从 ｔｔ 的系数值来看， 清洁生产环境规制将提

升企业出口的国内附加值率大约 ２􀆰 ７ 个百分点， 由 ｔｔ 系数值 （０􀆰 ０２１） 除以全样本

国内附加值率平均值 （０􀆰 ７９２） 计算得出。 除此之外， 随着加入控制变量， ｔｔ 系数

的显著性逐步得到提高。

表 ３　 基准回归结果

变量
（１） （２） （３） （４）
ＤＶＡＲ ＤＶＡＲ ＤＶＡＲ ＤＶＡＲ

ｔｔ ０􀆰 ０２０∗∗ ０􀆰 ０２１∗∗ ０􀆰 ０２１∗∗ ０􀆰 ０２１∗∗∗
（０􀆰 ００８３） （０􀆰 ００８５） （０􀆰 ００８４） （０􀆰 ００８０）

ｐｒｏｆｉｔ
－０􀆰 ０００ －０􀆰 ０００ －０􀆰 ０００ －０􀆰 ０００
（０􀆰 ０００２） （０􀆰 ０００２） （０􀆰 ０００２） （０􀆰 ０００２）

ｌｎｋｌ
－０􀆰 ０１２∗∗∗ －０􀆰 ０１３∗∗∗ －０􀆰 ０１２∗∗∗ －０􀆰 ０１２∗∗∗
（０􀆰 ００１０） （０􀆰 ００１０） （０􀆰 ００１０） （０􀆰 ００１０）

ｌｎｓｃａｌｅ
－０􀆰 ０１１∗∗∗ －０􀆰 ０１１∗∗∗ －０􀆰 ０１１∗∗∗ －０􀆰 ０１０∗∗∗
（０􀆰 ００１２） （０􀆰 ００１２） （０􀆰 ００１２） （０􀆰 ００１２）

ａｇｅ ０􀆰 ０２０∗∗∗ ０􀆰 ０２０∗∗∗ ０􀆰 ０２０∗∗∗ ０􀆰 ０２０∗∗∗
（０􀆰 ００２４） （０􀆰 ００２４） （０􀆰 ００２４） （０􀆰 ００２３）

ｆｏｅ ０􀆰 ００６ ０􀆰 ００５ ０􀆰 ００６ ０􀆰 ００４
（０􀆰 ００５２） （０􀆰 ００５３） （０􀆰 ００５３） （０􀆰 ００５３）

ｓｏｅ ０􀆰 ０５０∗∗∗ ０􀆰 ０５０∗∗∗ ０􀆰 ０４９∗∗∗ ０􀆰 ０４４∗∗∗
（０􀆰 ００７２） （０􀆰 ００７２） （０􀆰 ００７１） （０􀆰 ００７１）

ｔｒａｄｅ －０􀆰 ０５１∗∗∗ －０􀆰 ０５１∗∗∗ －０􀆰 ０５１∗∗∗ －０􀆰 ０５１∗∗∗
（０􀆰 ００４３） （０􀆰 ００４３） （０􀆰 ００４３） （０􀆰 ００４３）

ｑｕａ －０􀆰 ０１４∗ －０􀆰 ０１２ －０􀆰 ０１３
（０􀆰 ００８３） （０􀆰 ００８１） （０􀆰 ００８０）

ｈｉｇｈｔｅｃｈ
－０􀆰 ００２ －０􀆰 ００２ －０􀆰 ００２
（０􀆰 ００４４） （０􀆰 ００４４） （０􀆰 ００４４）

ｍｉｄｔｅｃｈ ０􀆰 ０１０∗∗∗ ０􀆰 ０１０∗∗∗ ０􀆰 ０１０∗∗∗
（０􀆰 ００３４） （０􀆰 ００３４） （０􀆰 ００３４）

ｈｈｉ ０􀆰 ０３８ ０􀆰 ０３４
（０􀆰 ０３１４） （０􀆰 ０３０５）

ｆｉｒｓｔｇｄｐ ０􀆰 ００２∗∗∗ ０􀆰 ００２∗∗∗
（０􀆰 ０００３） （０􀆰 ０００３）

ｌｎｐｇｄｐ ０􀆰 ０１６∗∗∗
（０􀆰 ００５２）

ｌｎｐｃａｐ －０􀆰 ０１９∗∗∗
（０􀆰 ００３４）

ｋｅｙｕｎ ０􀆰 ０１６∗∗∗
（０􀆰 ００１７）

企业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年份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Ｎ ４７３ ２２１ ４６６ ６１７ ４６６ ３７４ ４６６ ２６３
Ｒ－ｓｑｕａｒｅｄ ０􀆰 ８０５ ０􀆰 ８０７ ０􀆰 ８０７ ０􀆰 ８０７

注： 括号内为聚类到行业层面的稳健标准误；∗、∗∗和∗∗∗分别代表 １０％、 ５％和 １％的显著性水平； 回归方程包含
了企业、 产品、 行业和城市层面的全部特征变量， 并且对企业、 年份层面的固定效应进行了控制； 下表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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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动态检验

本文需要对双重差分法进行平行趋势的动态检验。 首先， 对每一年份设置虚拟

变量 （ｙｅａｒ＿ｄｕｍ）， 例如 ２００１年的虚拟变量， 将该年设置为 １， 其他年份设置为 ０，
然后放入回归方程中； 然后， 将每一年份的虚拟变量 （ ｙｅａｒ＿ｄｕｍ） 与政策分组虚

拟变量 （ｐｏｓｔ） 相乘， 得出新的交叉项 （ｐｏｓｔ×ｙｅａｒ＿ｄｕｍ）， 并且放入到回归方程中，
具体公式如下：

ＤＶＡＲ ｉｊｔ ＝ β０ ＋∑ ｎ
γｎ × ｐｏｓｔｉｊｔ × ｙｅａｒ＿ ｄｕｍｔ ＋ β２Ｘ ｉｊｔ ＋ ａｉ ＋ ａｔ ＋ ξｉｊｔ （４）

为了便于比较， 本文将 ２０００年设为基期， ｎ 表示年份个数。
本文将交叉项 （ｐｏｓｔ×ｙｅａｒ＿ｄｕｍ） 的系数绘制如图 ３ 所示。 ２００１—２００５ 年的交

叉项系数并没有通过显著性检验， 这说明在政策实施的前五年实验组和对照组中企

业出口的 ＤＶＡＲ并不存在显著差异。 并且， 相对于基期 ２０００ 年， ２００１—２００５ 年并

不存在其他潜在因素而导致两组的变动趋势发生变化。 与此同时， ２００６ 年以后则

全部通过了显著性检验， 说明 ２００６年开始实施的清洁生产行业标准是导致 ２００６ 年

以后变化的原因， 因此本文满足平行趋势的假设。 从 ２００６ 年以后， 交叉项的系数

数值快速增大， 但是 ２００６—２０１０年系数值呈下降趋势， ２０１１ 年之后又恢复上升或

者维持稳定。 本文认为 ２００６—２０１０ 年是清洁生产行业标准密集实施的时间段， 因

此可能与清洁生产政策密集实施所带来的负向挤出效应有关。

图 ３　 动态检验结果

（三） 稳健性检验

尽管前文测算出的国内附加值率 （ＤＶＡＲｒ） 存在一定的误差， 但是依然可以

作为 ＤＶＡＲ的替代指标进行稳健性检验。 本文将被解释变量更换为 ＤＶＡＲｒ， 相应

的检验结果如表 ４模型 （１） 所示。 可以发现， 交叉项 ｔｔ 的系数显著为正， 与本文

基本结论一致。
通过加入固定效应可以控制其他潜在不变因素的干扰， 本文在基准模型中控制

了企业层面的固定效应， 将其替换为控制城市、 ４ 位数行业层面的固定效应。 从表

４模型 （２） 可以看出， 交叉项 ｔｔ 的系数值偏大且显著性有所下降， 说明降低固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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效应的控制标准后本文结论依然稳健， 但是回归结果会有一定偏差。
本文是使用多期 ＤＩＤ模型进行实证检验， 现更换为使用单期 ＤＩＤ 模型进行实

证检验。 由于 ２００３、 ２００９和 ２０１０年的清洁生产行业标准分布相对离散， 本文将其

对应的新增的 ４位数行业剔除， 将 ２００６—２００８ 年实施的清洁生产行业标准对应的

行业作为实验组， 最终实验组样本占总样本的 １０􀆰 ４％。 同时考虑到清洁生产环境

规制的效力可能存在一定滞后性， 本文以 ２００７ 年作为时间分界点①， 政策分组虚

拟变量 （ｐｏｓｔ） 与时间分组虚拟变量 （ ｔｉｍｅ） 的交叉项用 ｔｒ 表示。 实证结果如表 ４
模型 （３） 所示， 可以看出， 交叉项 ｔｒ 的系数显著为正， 说明使用单期 ＤＩＤ模型的

回归结果与本文基本结论一致。

表 ４　 使用传统 ＤＩＤ模型和产品层面识别分组

变量

（１） （２） （３） （４）
ＤＶＡＲ ＤＶＡＲ ＤＶＡＲ ＤＶＡＲ

更换被解释变量 更换固定效应 传统 ＤＩＤ模型 产品层面识别

ｔｔ ０􀆰 ０２１∗∗∗ ０􀆰 ０３６∗∗

（０􀆰 ００７８） （０􀆰 ０１６４）

ｔｒ ０􀆰 ０１９∗∗∗

（０􀆰 ００３３）

ｔｄ ０􀆰 ００８∗∗∗

（０􀆰 ００２８）
企业固定效应 是 否 是 是

城市固定效应 否 是 否 否

行业固定效应 否 是 否 否

年份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Ｎ ４６６ ２６３ ４９９ ８３５ ４５６ ７７０ ４５６ ７７０

Ｒ－ｓｑｕａｒｅｄ ０􀆰 ８００ ０􀆰 ３６３ ０􀆰 ８０８ ０􀆰 ８０８

注：∗∗、∗∗∗分别表示 ５％、 １％的显著性水平。

本文将 ６位数海关产品代码 （ＨＳ） 统一转化为 ２００２年的产品编码标准， 然后

将 ＨＳ产品码与 《国际标准产业分类》 （ＩＳＩＣ ／ Ｒｅｖ３） 对应， 再转化为 《国民经济行业

分类》 （ＧＢ ／ Ｔ４７５４－２００２） 的行业标准， 进而可以将海关产品按照表 ２的 ４位数行业

分组标准分为清洁产品和非清洁产品， 将包含清洁产品的企业归类为实验组， 其他企

业归类为对照组， 最终得出实验组样本占 ３０􀆰 ８％。 由于大多数出口企业并非生产单一

产品， 并且每个企业对应的清洁产品由于清洁生产行业标准的实施时间不同， 因此不

适合使用多期 ＤＩＤ 模型。 但是本文可以使用单期 ＤＩＤ 模型进行检验， 如表 ４ 模型

（３） 剔除了 ２００３、 ２００９和 ２０１０年的清洁生产行业标准对应的新增的 ４ 位数行业，
政策分组虚拟变量 （ｐｏｓｔ） 与时间分组虚拟变量 （ ｔｉｍｅ） 的交叉项用 ｔｄ 表示。 回归

结果报告在表 ４模型 （４）， 可以发现， ｔｄ 的系数显著为正， 与前文结论一致。 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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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说明的是， 产品层面的识别标准尽管相对较细， 但是一些企业即使生产了清洁产

品， 并非生产的主要产品而归类到实验组， 因而可能造成过度识别问题。 因此， 本

文以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中 ４位数行业为标准来识别清洁生产行业具有合理性。
如表 １ 所示， ２００８—２０１０ 年有 ４０％左右的清洁生产行业标准对应的行业为重

复行业， 意味着相同行业可能面临多次的政策冲击， 因而可能面临环境政策的累积

效应。 本文将出台清洁生产行业标准的行业设置为 １， 对于多次实施清洁生产行业

标准的行业， 每多一次本文在该行业当年及以后年份加 ０􀆰 ５， 进而可以反映环境政

策的累积效应。 回归结果如表 ５ 模型 （１） 所示， 可以看出， ｔｔ 的系数显著为正，
但是系数值为 ０􀆰 ０１６且小于表 ３模型 （４） 中 ０􀆰 ０２１ 的结果， 说明考虑环境政策的

累积效应后， 清洁生产环境规制对企业出口 ＤＶＡＲ 的正向作用在减小。 为了做进

一步的稳健性检验， 本文将每多一次实施清洁生产行业标准的行业从加 ０􀆰 ５改为加

１， 回归结果如表 ５模型 （２） 所示。 可以看出， 交叉项 ｔｔ 的系数值为 ０􀆰 ０１２ 且小

于表 ５模型 （１） 的回归结果， 说明环境政策的累积效应越大， 面临短期内的负向

挤出效应越大， 但是不能改变本文的基本结论。
对于 ２００３年的清洁生产行业标准， 因为和政策密集实施的时间段间隔较远，

前文将其做剔除处理， 因而可能带来样本选择偏误问题。 在 ２０００—２００５ 年， ２００３
年的清洁生产行业标准同样可以使用单期 ＤＩＤ 模型的准自然实验方法进行检验。
本文将 ２００３年的清洁生产行业标准对应的 ４ 位数行业作为实验组， 将其他行业作

为对照组， 将 ２００３ 年作为政策实施的时间分界点， 检验结果报告在表 ５ 模型

（３）。 可以看出， 交叉项 ｔｔ 的系数显著为正， 与本文基本结论一致。 此外， 本文将

２００３年的清洁生产行业同样加入到多期 ＤＩＤ 模型中， 回归结果报告在表 ５ 模型

（４）， 交叉项 ｔｔ 的系数显著为正， 与本文基本结论相符合。

表 ５　 政策的累积效应和样本选择问题

变量

（１） （２） （３） （４）
ＤＶＡＲ ＤＶＡＲ ＤＶＡＲ ＤＶＡＲ

政策累积效应
（加 ０􀆰 ５）

政策累积效应
（加 １）

２００３年实验组
单独实验

加入 ２００３年
实验组样本

ｔｔ ０􀆰 ０１６∗∗ ０􀆰 ０１２∗∗ ０􀆰 ０４８∗∗∗ ０􀆰 ０２３∗∗∗

（０􀆰 ００７１） （０􀆰 ００６０） （０􀆰 ０１２６） （０􀆰 ００７１）
Ｎ ４６６ ２６３ ４６６ ２６３ １３２ ０７８ ４７７ ５７０

Ｒ－ｓｑｕａｒｅｄ ０􀆰 ８０７ ０􀆰 ８０７ ０􀆰 ８６４ ０􀆰 ８０８

注：∗∗、∗∗∗分别表示 ５％、 １％的显著性水平。

除此之外， 考虑到实验组可能具有样本选择偏误的问题， 本文将多期 ＤＩＤ 模

型中实验组中 ４位数行业所对应的 ２位数行业的全部样本归类为实验组， 使得部分

没有受到清洁生产行业标准影响的企业混入在实验组中， 从而起到了干扰的作用。
最终实验组样本达到 ６４􀆰 １％， 政策分组虚拟变量 （ ｐｏｓｔ） 与时间分组虚拟变量

（ ｔｉｍｅ） 的交叉项用 ｔｓ 表示， 安慰剂检验结果如表 ６模型 （１） 所示。 可以看出， 交

叉项 ｔｓ 的系数没有通过显著性检验， 从而用反向事实的方法通过了稳健性检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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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一步， 本文使用倾向得分匹配方法 （ＰＳＭ） 将实验组和对照组的样本进行配

对， 在对照组中筛选合适的样本， 使得实验组和对照组样本更加满足 “双胞胎” 的

假设， 进而可以排除样本特征存在差异而导致的内生性问题。 回归结果报告在表 ６模
型 （２）， 可以发现， 交叉项 ｔｔ 的系数显著为正， 与本文基本结论一致。

除此之外， 是否存在因为实验组和对照组本身产业发展趋势不同而造成内生性

的可能？ 本文认为， 在相同 ２位数行业内部受到其他产业政策等因素影响的差异较

小， 进而可以排除相同产业发展趋势的影响。 本文仅保留表 ６ 模型 （１） 中的实验

组样本， 即 ４位数清洁生产行业所在的 ２位数行业的全部样本， 将其他非清洁生产

４位数行业作为对照组， 重新检验的结果见表 ６模型 （３）。 可以发现， 交叉项 ｔｔ 的
系数显著为正， 与本文基本结论一致。 除此之外， 使用表 ４ 模型 （３） 的单期 ＤＩＤ
模型在 ２位数行业内部重新进行实验。 可以发现， 交叉项 ｔｄ 的系数为正且通过 １％
水平的显著性检验， 与本文基本结论一致。

表 ６　 使用倾向得分匹配法 （ＰＳＭ－ＤＩＤ） 和 ２ 位数行业内部的检验

变量

（１） （２） （３） （４）
ＤＶＡＲ ＤＶＡＲ ＤＶＡＲ ＤＶＡＲ

安慰剂检验 ＰＳＭ－ＤＩＤ 去产业趋势影响Ⅰ 去产业趋势影响Ⅱ

ｔｓ ０􀆰 ００１
（０􀆰 ００３９）

ｔｔ ０􀆰 ０１７∗∗ ０􀆰 ０２２∗∗∗

（０􀆰 ００７８） （０􀆰 ００８５）

ｔｄ ０􀆰 ０１２∗∗∗

（０􀆰 ００４０）
Ｎ ４５６ ５９５ ６０ ６５５ ２８４ ９３２ ２１６ ０７６

Ｒ－ｓｑｕａｒｅｄ ０􀆰 ８０７ ０􀆰 ８２０ ０􀆰 ８０９ ０􀆰 ７９７
注：∗∗、∗∗∗分别表示 ５％、 １％的显著性水平。

（四） 相关异质性检验

一是考虑区域异质性。 东部地区集中了大约 ７５％的出口企业以及 ９０％的出口额，
并且本文匹配数据中东部地区企业样本占 ９０􀆰 ９％， 中部地区占 ６􀆰 ０％， 西部地区仅占

３􀆰 １％。 考虑到区域的异质性， 本文将全样本划分为三个样本组 （东、 中、 西）， 如表

７模型（１）—（３）所示。 其中， 东部地区样本组中 ｔｔ 的系数显著为正， 中部地区和西

部地区样本组中 ｔｔ 的系数不显著， 说明清洁生产环境规制主要提高了东部地区企业

出口的 ＤＶＡＲ。 原因可能在于： 东部地区贸易产业的发展水平和市场化程度更高， 有

助于激励企业进行研发创新和技术升级， 最终提高东部地区企业整体的 ＤＶＡＲ。
二是考虑贸易方式异质性。 改革开放 ４０ 多年以来， 加工贸易出口长期占据总

出口的 ６０％以上， 依托劳动力资源的比较优势， 加工贸易得到了蓬勃发展。 本文

根据中国海关数据库中的记录贸易方式， 将出口企业分为三类， 其中混合贸易企业

同时具有一般贸易和加工贸易方式的特征。 回归结果如表 ７ 模型（４）—（６）所示，
可以看出， 清洁生产环境规制提高了一般贸易、 混合贸易和加工贸易企业的出口

ＤＶＡＲ。 但是从交叉项 ｔｔ 的显著性来看， 一般贸易样本组的显著性较低， 而混合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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易和加工贸易样本组的显著性较高。 并且， 随着样本组中企业加工贸易方式出口额

占总出口额比重的提升， 清洁生产环境规制对于加工贸易企业出口 ＤＶＡＲ 的提升

作用逐渐增强。 本文认为， ８０％以上的加工贸易企业位于东部地区， 因此在环境规

制和竞争环境的双重影响下， 更容易提高加工贸易企业整体的 ＤＶＡＲ。 此外， 加工

贸易企业的 ＤＶＡＲ远低于一般贸易企业 （Ｋｏｏｐｍａｎ ｅｔ ａｌ􀆰 ， ２０１４）， 在环境政策的影

响下， 因为起点较低进而更加容易实现附加值升级。

表 ７　 区域和贸易方式的异质性

变量

（１） （２） （３） （４） （５） （６）

ＤＶＡＲ ＤＶＡＲ ＤＶＡＲ ＤＶＡＲ ＤＶＡＲ ＤＶＡＲ

东部地区 中部地区 西部地区 一般贸易 混合贸易 加工贸易

ｔｔ
０􀆰 ０２５∗∗∗ －０􀆰 ００４ －０􀆰 ００８ ０􀆰 ０１３∗∗ ０􀆰 ０４６∗∗∗ ０􀆰 ０５９∗∗∗

（０􀆰 ００８３） （０􀆰 ０１３２） （０􀆰 ０１２０） （０􀆰 ００６４） （０􀆰 ００７４） （０􀆰 ０１１４）

Ｎ ４２６ ２８６ ２６ ０３３ １３ ９４２ ２７０ ２１５ １２８ ４５４ ４９ ２５０

Ｒ－ｓｑｕａｒｅｄ ０􀆰 ８１０ ０􀆰 ７５４ ０􀆰 ７３４ ０􀆰 ７６０ ０􀆰 ８０３ ０􀆰 ８０２

注：∗∗、∗∗∗分别表示 ５％、 １％的显著性水平。

三是考虑所有制异质性。 改革开放初期， 通过加工贸易等方式吸引了许多外资

企业进入出口行业， 为推动我国经济发展起到了积极作用。 本文将外资企业和合资

企业归类为外资背景企业样本组， 将国有企业和集体企业归类为国有企业样本组，
其他归类为民营企业样本组， 回归结果如表 ８模型 （１） — （３） 所示。 可以看出，
除模型 （２） 外， 其他样本组交叉项 ｔｔ 的系数显著为正。 这些结果表明， 清洁生产

环境规制主要提高了外资企业和民营企业的出口 ＤＶＡＲ。 原因在于， 随着所有制改

革的推进， 国有企业在出口行业中的参与程度逐步减低， 因此清洁生产环境规制带

来的积极作用并不明显。

表 ８　 所有制和要素密集度的异质性

变量

（１） （２） （３） （４） （５）

ＤＶＡＲ ＤＶＡＲ ＤＶＡＲ ＤＶＡＲ ＤＶＡＲ

外资背景企业 国有企业 民营企业 劳动密集型 资本密集型

ｔｔ
０􀆰 ０３９∗∗∗ ０􀆰 ００５ ０􀆰 ０２１∗∗∗ ０􀆰 ００４ ０􀆰 ０２２∗∗

（０􀆰 ００９３） （０􀆰 ００８１） （０􀆰 ００８１） （０􀆰 ００９６） （０􀆰 ００８４）

Ｎ ２７０ ５７４ ４２ ２３８ ４６６ ２６３ １７１ ５３２ ２７２ ９６２

Ｒ－ｓｑｕａｒｅｄ ０􀆰 ８０５ ０􀆰 ６７９ ０􀆰 ８０７ ０􀆰 ８５４ ０􀆰 ７９９

注：∗∗、∗∗∗分别表示 ５％、 １％的显著性水平。

四是考虑要素密集度异质性。 本文将企业的要素密集度 （ ｌｎｋｌ） 按照 ５ 分位数

进行分组， 将处于 ３ ／ ５ 分位数点以上的企业作为资本密集型企业样本组， 将处于

２ ／ ５分位数点以下的企业作为劳动密集型企业样本组， 其他企业做剔除处理， 回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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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果报告在表 ８模型 （４）、 模型 （５）。 可以看出， 模型 （４） 中 ｔｔ 的系数没有通过显

著性检验， 模型 （５） 中 ｔｔ 的系数显著为正， 说明清洁生产环境规制主要提高了资本

密集型企业的出口 ＤＶＡＲ， 但是对于劳动密集型企业的影响有限。 本文认为， 劳动密

集型企业大多从事低端制造业， 依靠进口中间品和承担简单的加工装配生产环节， 对

国内原材料和中间投入品的依赖程度要小于资本密集型企业。 因此， 清洁生产环境规

制对劳动密集型企业产生创新补偿效应和技术升级的正向作用可能较弱。

五、 作用机制检验

本部分主要通过中介效应模型验证企业技术层次和产品转换行为是清洁生产环

境规制对企业出口 ＤＶＡＲ 的影响渠道， 进而为本文结论提供了一种合理的作用机

制分析。
（一） 技术层次渠道

清洁生产行业标准可以看作是一种比较具体的生产技术标准， 清洁生产环境规

制可能会影响到企业每种产品的生产比重， 由于每种产品都具有相对不同的技术密

集度 （Ｌａｌｌ， ２０００）， 进而对企业整体的技术层次 （ ｔｅｃｈ） 产生影响。 本文构建如下

中介效应回归方程：
ｔｅｃｈｉｊｔ ＝ β０ ＋ β１ｐｏｓｔｉｊｔ × ｔｉｍｅｔ ＋ β２Ｘ ｉｊｔ ＋ ａｉ ＋ ａｔ ＋ ξｉｊｔ （５）

ＤＶＡＲ ｉｊｔ ＝ β０ ＋ β１ｐｏｓｔｉｊｔ × ｔｉｍｅｔ ＋ β２Ｘ ｉｊｔ ＋ β３ ｔｅｃｈｉｊｔ ＋ ａｉ ＋ ａｔ ＋ ξｉｊｔ （６）
本文结合企业内部每种产品的出口比重和技术密集度大小， 通过加权平均的方

法计算出企业整体的技术层次。 Ｌａｌｌ （２０００） 按照产品技术密集度数值大小进行了

线性标准化， 将产品大致分为 ５ 类， 将技术密集度数值处于 ０􀆰 ８ ～ １ 之间的产品归

类为高技术密集型制造业产品， 然后依次类推， 具体如表 ９所示。 尽管不知道每种

产品的技术密集度的具体数值， 但是可以反向逆推产品技术密集度的分类方法， 然

后进行赋值。 本文将企业每种产品的出口比重作为权重， 加权平均算出企业的技术

层次， 具体如下：

ｔｅｃｈｉｔ ＝∑
ｉ

ｅｘｐｏｒｔｉｐｔ
ｅｘｐｏｒｔｉｔ

× ｔｅｃｈｉｎｔｅｎｓｉｔｙｐ （７）

其中， ｉ、 ｐ 和 ｔ 分别代表企业、 产品和年份， ｅｘｐｏｒｔ 为出口额， ｔｅｃｈｉｎｔｅｎｓｉｔｙ 为

本文对于不同产品类型的技术密集度的赋值。

表 ９　 按照技术密集度划分产品类型

产品类型
海关数据库所有企业－

产品层面的样本比例 （％）
技术密集度数值范围 本文赋值

高技术密集型产品 １１􀆰 １８ ０􀆰 ８～１ ０􀆰 ９

中等技术和技术密集型产品 ２１􀆰 ４２ ０􀆰 ６～０􀆰 ８ ０􀆰 ７

低技术和技术密集型产品 １３􀆰 ８５ ０􀆰 ４～０􀆰 ６ ０􀆰 ５

资源密集型产品 ４０􀆰 ８６ ０􀆰 ２～０􀆰 ４ ０􀆰 ３

矿物燃料、 非燃料初级商品 １２􀆰 ６９ ０～０􀆰 ２ ０􀆰 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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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 １０模型 （１）、 模型 （２） 为关于技术层次渠道的中介效应的检验结果。 模

型 （１） 的回归结果表明， ｔｔ 的系数显著为正， 这说明清洁生产环境规制提高了企

业的技术层次。 从模型 （２） 可知， 交叉项 ｔｔ 的系数值和显著性出现下降， ｔｅｃｈ 的

系数显著为正， 这说明企业的技术层次越高， 则企业出口的 ＤＶＡＲ 越高。 因此，
清洁生产环境规制通过提高企业的技术层次进而提高了出口 ＤＶＡＲ。 本文认为企业

的技术层次反映了研发创新能力， 进而与 “波特假说” 一致。

表 １０　 作用机制检验： 技术升级和产品转换

变量

（１） （２） （３） （４）
ｔｅｃｈ ＤＶＡＲ ｃｖｅｒａｔｅ ＤＶＡＲ

技术层次渠道 产品转换渠道

ｔｔ ０􀆰 ０５０∗∗∗ ０􀆰 ０２０∗∗ －０􀆰 ００９ ０􀆰 ０２１∗∗

（０􀆰 ００３０） （０􀆰 ００７９） （０􀆰 ００６９） （０􀆰 ００８７）

ｔｅｃｈ ０􀆰 ０１９∗

（０􀆰 ０１００）

ｃｖｅｒａｔｅ ０􀆰 ００１
（０􀆰 ００１７）

Ｎ ４６５ ９６３ ４６５ ９６３ ４００ ５１２ ４００ ５１２
Ｒ－ｓｑｕａｒｅｄ ０􀆰 ９５８ ０􀆰 ８０７ ０􀆰 ４２８ ０􀆰 ８１３

注：∗、∗∗和∗∗∗分别表示 １０％、 ５％和 １％的显著性水平。

（二） 产品转换渠道

如公式 （７） 所示， 企业技术层次变动与企业产品的出口权重和技术密集度有

关， 在一定时期内， 产品技术密集度的层级排序变化不大， 因而产品出口权重的变

化更能决定企业技术层次的变化， 因此本文关注企业内部的产品动态或者转换行

为。 清洁生产行业标准具有相对更细致和更严格的技术要求， 提高了清洁生产行业

和产品的准入门槛， 进而可以影响到企业或者产品的进入或者退出。 作为企业动态

理论的延伸， 产品转换理论可以反映企业内部产品的动态变化 （Ｂｅｒｎａｒｄ ｅｔ ａｌ．，
２０１０）， 进而反映了企业内部产品间的资源配置状况①。

本文借鉴 Ｂｅｒｎａｒｄ 等 （２０１０） 的方法刻画产品转换行为， 用 ｔ 年企业 ｉ 同时增

加和减少的产品种类总数量除以 ｔ 和 ｔ－１年企业产品种类数量的年平均数来表示产

品转换率 （ｃｖｅｒａｔｅ）， 具体如下：

ｃｖｅｒａｔｅｉｔ ＝
ｅｎＨＳｉｔ ＋ ｅｘＨＳｉｔ

（ＨＳｉｔ ＋ ＨＳｉｔ －１） ／ ２
（８）

其中， ｃｖｅｒａｔｅｉｔ表示企业 ｉ 在 ｔ 期的产品转换率， ｅｎＨＳｉｔ表示企业 ｉ 在 ｔ 期新生产

的产品种类数量， ｅｘＨＳｉｔ表示企业 ｉ 在 ｔ 期不再生产的产品种类数量， ＨＳｉｔ和 ＨＳｉ，ｔ－１

分别表示企业 ｉ 在 ｔ 期和 ｔ－１期生产的产品种类总数量。 对于产品的定义， 本文使

用海关 ６位数 ＨＳ产品码进行区分。 此外， Ｂｅｒｎａｒｄ 等 （２０１０） 认为， 产品转换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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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例如持续在位企业可能同时生产多种产品， 每年可能生产新的产品或者停产部分产品， 但是企业层面

的动态变化将无法体现， 而产品转换理论可以进行解释。



包括了进入和退出两方面， 产品进入率 （ ｅｎｔｅｒａｔｅ） 可以看成是企业创造新产品的

过程， 产品退出率 （ｅｘｉｔｒａｔｅ） 则体现了企业不再生产产品的行为， 具体如下：

ｅｎｔｅｒａｔｅｉ， ｔ ＝
ｅｎＨＳｉ， ｔ

（ＨＳｉ， ｔ ＋ ＨＳｉ， ｔ －１） ／ ２
（９）

ｅｘｉｔｒａｔｅｉ， ｔ ＝
ｅｘＨＳｉ， ｔ

（ＨＳｉ， ｔ ＋ ＨＳｉ， ｔ －１） ／ ２
（１０）

使用中介效应方法的检验结果报告在表 １０模型 （３）、 模型 （４）。 从模型 （３）
可以看出， ｔｔ 的系数并没有通过显著性检验， 并且模型 （４） 中 ｃｖｅｒａｔｅ 的系数没有

通过显著性检验， 说明产品转换率并不是显著的渠道变量。 这一回归结果存在如下

两种可能： 第一， 清洁生产环境规制并不能通过产品转换行为影响企业的出口

ＤＶＡＲ； 第二， 清洁生产环境规制对于产品进入率和退出率的影响方向可能是相反

的， 进而干扰了实证结果。
因此， 本文分别从产品进入率和产品退出率两个角度进行检验， 回归结果如表

１１所示。 其中， 模型 （１） 中交叉项 ｔｔ 的系数显著为负， 说明清洁生产环境规制降

低了产品进入率。 模型 （２） 中交叉项 ｔｔ 的系数的显著性下降且数值变小， 并且

ｅｎｔｅｒａｔｅ 的系数显著为负， 说明产品进入率越高则企业出口 ＤＶＡＲ越低。 综合来看，
清洁生产环境规制通过降低产品进入率提高了企业的出口 ＤＶＡＲ。 同时， 模型 （３）
的结果显示， 交叉项 ｔｔ 的系数显著为正， 并且模型 （４） 中交叉项 ｔｔ 的系数的显著

性下降且数值变小， ｅｘｉｔｒａｔｅ 的系数显著为正。 综合来看， 清洁生产环境规制通过

提高企业的产品退出率提高了出口 ＤＶＡＲ。
本文认为， 清洁生产环境规制提高了产品的进入门槛， 在清洁生产行业标准

“倒逼机制” 的影响下， 可以激励企业进行研发创新进而生产符合要求的产品， 随

着环境规制创新补偿效应的逐步显现， 将有助于提高企业的出口 ＤＶＡＲ。 此外， 清

洁生产环境规制促进了产品的优胜劣汰， 即表现为加速淘汰不符合要求的产品， 而

企业能够继续生产的产品的技术层次可能更高， 进而有利于生产环节替代和提升国

内附加值率。

表 １１　 作用机制检验： 产品进入和退出

变量
（１） （２） （３） （４）

ｅｎｔｅｒａｔｅ ＤＶＡＲ ｅｘｉｔｒａｔｅ ＤＶＡＲ

ｔｔ －０􀆰 ０１９∗∗ ０􀆰 ０２０∗∗ ０􀆰 ０１６∗∗∗ ０􀆰 ０２０∗∗∗

（０􀆰 ００８１） （０􀆰 ００８３） （０􀆰 ００５４） （０􀆰 ００８４）
ｅｎｔｅｒａｔｅ －０􀆰 ００６∗∗∗

（０􀆰 ００１５）

ｅｘｉｔｒａｔｅ ０􀆰 ０１４∗∗∗

（０􀆰 ００３０）
Ｎ ４５３ ７４０ ４５３ ７４０ ４１３ ０５０ ４１３ ０５０

Ｒ－ｓｑｕａｒｅｄ ０􀆰 ３９７ ０􀆰 ８１０ ０􀆰 ３６８ ０􀆰 ８１１

注：∗∗、∗∗∗分别表示 ５％、 １％的显著性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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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结　 论

本文以 ２００６—２０１０年中国生态环境部密集实施的清洁生产行业标准作为研究

案例， 采用 ２０００—２０１３年中国海关数据库和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的匹配数据， 使

用多期双重差分法研究了清洁生产环境规制对企业出口的国内附加值率的影响。 研究

结果表明： 第一， 清洁生产环境规制显著提高了企业的出口 ＤＶＡＲ； 第二， 清洁生产

环境规制对企业出口 ＤＶＡＲ的提升作用主要体现在东部地区、 加工贸易企业、 非国

有企业和资本密集型企业： 第三， 作用机制检验结果显示， 清洁生产环境规制通过提

高企业技术层次、 降低企业内部的产品进入率和提高产品退出率提高了企业的出口

ＤＶＡＲ。
提高经济发展的质量既需要推动产业由低附加值向高附加值升级， 又需要解决

环境污染问题， 本文结论肯定了环境规制和附加值升级之间可以实现良性统一。 本

文认为， 政府在面对环境保护和产业发展的困境时， 应该出台更多类似于清洁生产

行业标准的环境政策。 清洁生产行业标准与已有末端治理方式环境政策的不同在

于： 一是具有严格且具体的约束性， 清洁生产行业标准详细规定了环境规制的范

围、 应该使用的生产工艺、 技术和污染减排量， 因而更加明确了受规制的对象以及

需要改进的方向， 更有利于激发受规制企业进行研发创新； 二是环境的前端治理方

式是未来的方向， 从末端治理方式向清洁生产方式过渡， 可以将污染消灭在源头，
减少污染物的排放和提高资源利用效率。

清洁生产环境规制对企业出口 ＤＶＡＲ 的提升作用在中西部地区、 国有企业、
和劳动密集型企业样本组中并不明显。 首先， 在经济发展水平较低的地区， 环境规

制的负向挤出效应依然较大， 因此， 环境政策的实施应当因地制宜， 优先在经济发

展水平较高和环境污染较突出的地区先行实施， 然后， 总结治理经验并向全国推

广； 其次， 需要推动国有企业体制改革， 地方政府需要逐步减少对国有企业的保

护， 打造更加公平的竞争环境， 同时， 需要促进劳动密集型行业升级， 摆脱纯粹依

赖于劳动力投入的经营模式， 伴随着中国人口红利的逐渐消失， 更应当推动向资

本、 技术密集型行业的转型； 最后， 本文发现短期内环境政策的负向挤出效应依然

较大， 因而需要在环境政策实施的同时给予企业缓冲期和技术扶持， 定向补贴符合

产业升级方向的研发创新， 尽量减小环境政策在初期的负向挤出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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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 ＫＯＯＰＭＡＮ Ｒ， ＷＡＮＧ Ｚ， ＷＥＩ Ｓ Ｊ􀆰 Ｅｓｔｉｍａｔｉｎｇ Ｄｏｍｅｓｔｉｃ Ｃｏｎｔｅｎｔ ｉｎ Ｅｘｐｏｒｔｓ Ｗｈｅｎ Ｐｒｏｃｅｓｓｉｎｇ Ｔｒａｄｅ ｉｓ Ｐｅｒｖａｓｉｖｅ

［Ｊ］ ．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 ２０１２， ９９ （１） ： １７８－１８９􀆰

［３］ ＹＵＮＦＥＮＧ Ｙ， ＬＡＩＫＥ Ｙ􀆰 Ｃｈｉｎａ􀆳ｓ Ｆｏｒｅｉｇｎ Ｔｒａｄｅ ａｎｄ Ｃｌｉｍａｔｅ Ｃｈａｎｇｅ： Ａ Ｃａｓｅ Ｓｔｕｄｙ ｏｆ ＣＯ２ Ｅｍｉｓｓｉｏｎｓ ［Ｊ］ ． Ｅｎｅｒ⁃

ｇｙ Ｐｏｌｉｃｙ， ２０１０， ３８ （１） ： ３５０－３５６􀆰

［４］ ＤＩＥＴＺＥＮＢＡＣＨＥＲ Ｅ， ＰＥＩ Ｊ， ＹＡＮＧ Ｃ􀆰 Ｔｒａｄｅ， 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 Ｆｒａｇｍｅｎｔ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Ｃｈｉｎａ􀆳ｓ Ｃａｒｂｏｎ Ｄｉｏｘｉｄｅ Ｅｍｉｓｓｉｏｎ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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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Ｊ］ ．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 ａｎｄ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２０１２， ６４ （１） ： ８８－１０１􀆰
［５］ 张文城， 盛斌 􀆰 中国出口的环境成本： 基于增加值出口污染强度的分析 ［ Ｊ］ ． 数量经济技术经济研究，

２０１７， ３４ （８） ： １０５－１１９􀆰
［６］ ＰＡＮＡＹＯＴＯＵ Ｔ􀆰 Ａｎ Ｉｎｑｕｉｒｙ ｉｎｔｏ Ｐｏｐｕｌａｔｉｏｎ， 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ｓ ａｎｄ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 ［Ｍ］． Ｔｈｅ Ｉｍｐａｃｔ ｏｆ Ｐｏｐｕｌａｔｉｏｎ Ｇｒｏｗｔｈ

ｏｎ Ｗｅｌｌ－ｂｅｉｎｇ ｉｎ Ｄｅｖｅｌｏｐｉｎｇ Ｃｏｕｎｔｒｉｅｓ􀆰 Ｓｐｒｉｎｇｅｒ， Ｂｅｒｌｉｎ， Ｈｅｉｄｅｌｂｅｒｇ， １９９６： ２５９－２９８􀆰
［７］ 李虹， 邹庆 􀆰 环境规制、 资源禀赋与城市产业转型研究———基于资源型城市与非资源型城市的对比分析

［Ｊ］ ． 经济研究， ２０１８， ５３ （１１） ： １８２－１９８􀆰
［８］ ＣＡＩ Ｘ， ＬＵ Ｙ， ＷＵ Ｍ， ｅｔ ａｌ􀆰 Ｄｏｅｓ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 Ｒｅｇｕｌａｔｉｏｎ Ｄｒｉｖｅ ａｗａｙ Ｉｎｂｏｕｎｄ Ｆｏｒｅｉｇｎ Ｄｉｒｅｃｔ Ｉｎｖｅｓｔｍｅｎｔ？ Ｅｖｉ⁃

ｄｅｎｃｅ ｆｒｏｍ Ａ Ｑｕａｓｉ－Ｎａｔｕｒａｌ Ｅｘｐｅｒｉｍｅｎｔ ｉｎ Ｃｈｉｎａ ［Ｊ］ ．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 ２０１６ （１２３）： ７３－８５􀆰
［９］ 康志勇， 张宁， 汤学良， 等 􀆰 “减碳” 政策制约了中国企业出口吗 ［ Ｊ］ ． 中国工业经济， ２０１８ （ ９） ：

１１７－１３５􀆰
［１０］ ＦＲＯＮＤＥＬ Ｍ， ＨＯＲＢＡＣＨ Ｊ， ＲＥＮＮＩＮＧＳ Ｋ． Ｅｎｄ－ｏｆ－ｐｉｐｅ ｏｒ Ｃｌｅａｎｅｒ 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 Ａｎ Ｅｍｐｉｒｉｃａｌ Ｃｏｍｐａｒｉｓｏｎ ｏｆ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 Ｉｎｎｏｖａｔｉｏｎ Ｄｅｃｉｓｉｏｎｓ Ａｃｒｏｓｓ ＯＥＣＤ Ｃｏｕｎｔｒｉｅｓ ［Ｊ］ ． Ｂｕｓｉｎｅｓｓ Ｓｔｒａｔｅｇｙ ａｎｄ Ｔｈｅ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 ２００７，
１６ （８） ： ５７１－５８４􀆰

［１１］ ＰＯＲＴＥＲ Ｍ Ｅ， ＶＡＮ ＤＥＲ ＬＩＮＤＥ Ｃ􀆰 Ｔｏｗａｒｄ Ａ Ｎｅｗ Ｃｏｎｃｅｐ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Ｃｏｍｐｅｔｉｔｉｖｅｎｅｓｓ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
ｓｈｉｐ ［Ｊ］ ．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Ｐｅｒｓｐｅｃｔｉｖｅｓ， １９９５， ９ （４） ： ９７－１１８􀆰

［１２］ ＨＥＲＩＮＧ Ｌ ， ＰＯＮＣＥＴ Ｓ 􀆰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 Ｐｏｌｉｃｙ ａｎｄ Ｅｘｐｏｒｔｓ： Ｅｖｉｄｅｎｃｅ ｆｒｏｍ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Ｃｉｔｉｅｓ ［Ｊ］ ．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Ｅｎ⁃
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 ａｎｄ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２０１４， ６８ （２） ： ２９６－３１８􀆰

［１３］ ＡＭＢＥＣ Ｓ， ＣＯＨＥＮ Ｍ Ａ， ＥＬＧＩＥ Ｓ， ｅｔ ａｌ􀆰 Ｔｈｅ Ｐｏｒｔｅｒ Ｈｙｐｏｔｈｅｓｉｓ ａｔ ２０： Ｃａｎ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 Ｒｅｇｕｌａｔｉｏｎ Ｅｎｈａｎｃｅ
Ｉｎｎｏｖ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Ｃｏｍｐｅｔｉｔｉｖｅｎｅｓｓ？ ［Ｊ］ ． Ｒｅｖｉｅｗ ｏｆ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 ａｎｄ Ｐｏｌｉｃｙ， ２０１３， ７ （１） ： ２－２２􀆰

［１４］ ＲＵＢＡＳＨＫＩＮＡ Ｙ， ＧＡＬＥＯＴＴＩ Ｍ， ＶＥＲＤＯＬＩＮＩ Ｅ􀆰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 Ｒｅｇｕｌ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Ｃｏｍｐｅｔｉｔｉｖｅｎｅｓｓ： Ｅｍｐｉｒｉｃａｌ
Ｅｖｉｄｅｎｃｅ ｏｎ ｔｈｅ Ｐｏｒｔｅｒ Ｈｙｐｏｔｈｅｓｉｓ ｆｒｏｍ Ｅｕｒｏｐｅａｎ Ｍａｎｕｆａｃｔｕｒｉｎｇ Ｓｅｃｔｏｒｓ ［ Ｊ］ ． Ｅｎｅｒｇｙ Ｐｏｌｉｃｙ， ２０１５ （ ８３）：
２８８－３００􀆰

［１５］ ＬＡＮＯＩＥ Ｐ， ＰＡＴＲＹ Ｍ， ＬＡＪＥＵＮＥＳＳＥ Ｒ􀆰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 Ｒｅｇｕｌ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ｖｉｔｙ： Ｔｅｓｔｉｎｇ ｔｈｅ Ｐｏｒｔｅｒ Ｈｙ⁃
ｐｏｔｈｅｓｉｓ ［Ｊ］ ．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ｖｉｔｙ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２００８， ３０ （２） ： １２１－１２８􀆰

［１６］ 胡浩然 􀆰 清洁生产环境规制能提升产品质量吗 ［Ｊ］ ． 经济科学， ２０１９ （３） ： ９３－１０５􀆰
［１７］ ＵＰＷＡＲＤ Ｒ， ＷＡＮＧ Ｚ， ＺＨＥＮＧ Ｊ． Ｗｅｉｇｈｉｎｇ Ｃｈｉｎａ􀆳ｓ Ｅｘｐｏｒｔ Ｂａｓｋｅｔ： Ｔｈｅ Ｄｏｍｅｓｔｉｃ Ｃｏｎｔｅｎｔ ａｎｄ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 Ｉｎ⁃

ｔｅｎｓｉｔｙ ｏｆ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Ｅｘｐｏｒｔｓ ［Ｊ］ ．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Ｃｏｍｐａｒａｔｉｖｅ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 ２０１３， ４１ （２） ： ５２７－５４３􀆰
［１８］ ＷＡＮＧ Ｚ， ＷＥＩ Ｓ Ｊ， ＺＨＵ Ｋ􀆰 Ｑｕａｎｔｉｆｙｉｎｇ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 Ｓｈａｒｉｎｇ ａｔ ｔｈｅ Ｂｉｌａｔｅｒａｌ ａｎｄ Ｓｅｃｔｏｒ Ｌｅｖｅｌｓ

［Ｒ］．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Ｂｕｒｅａｕ ｏｆ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２０１３􀆰
［１９］ ＫＯＯＰＭＡＮ Ｒ， ＷＡＮＧ Ｚ， ＷＥＩ Ｓ Ｊ􀆰 Ｔｒａｃｉｎｇ Ｖａｌｕｅ － Ａｄｄｅｄ ａｎｄ Ｄｏｕｂｌｅ Ｃｏｕｎｔｉｎｇ ｉｎ Ｇｒｏｓｓ Ｅｘｐｏｒｔｓ ［ Ｊ］ ．

Ａｍｅｒｉｃａｎ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Ｒｅｖｉｅｗ， ２０１４， １０４ （２） ： ４５９－４９４􀆰
［２０］ ＫＥＥ Ｈ Ｌ， ＴＡＮＧ Ｈ􀆰 Ｄｏｍｅｓｔｉｃ Ｖａｌｕｅ Ａｄｄｅｄ ｉｎ Ｅｘｐｏｒｔｓ： Ｔｈｅｏｒｙ ａｎｄ Ｆｉｒｍ Ｅｖｉｄｅｎｃｅ ｆｒｏｍ Ｃｈｉｎａ ［Ｊ］ ． Ａｍｅｒｉｃａｎ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Ｒｅｖｉｅｗ， ２０１６， １０６ （６） ： １４０２－１４３６􀆰
［２１］ 毛其淋， 许家云 􀆰 贸易自由化与中国企业出口的国内附加值 ［Ｊ］ ． 世界经济， ２０１９， ４２ （１） ： ３－２５􀆰
［２２］ 毛其淋， 许家云 􀆰 外资进入如何影响了本土企业出口国内附加值 ［Ｊ］ ． 经济学 （季刊） ， ２０１８， １７ （４） ：

１４５３－１４８８􀆰
［２３］ 崔晓敏， 余淼杰， 袁东 􀆰 最低工资和出口的国内附加值： 来自中国企业的证据 ［Ｊ］ ． 世界经济， ２０１８， ４１

（１２） ： ４９－７２􀆰
［２４］ 高翔， 刘啟仁， 黄建忠 􀆰 要素市场扭曲与中国企业出口国内附加值率： 事实与机制 ［ Ｊ］ ． 世界经济，

２０１８， ４１ （１０） ： ２６－５０􀆰
［２５］ ＴＨＯＥＮＩＧ Ｍ， ＶＥＲＤＩＥＲ Ｔ􀆰 Ａ Ｔｈｅｏｒｙ ｏｆ Ｄｅｆｅｎｓｉｖｅ Ｓｋｉｌｌ－Ｂｉａｓｅｄ Ｉｎｎｏｖ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Ｇｌｏｂａｌｉｚａｔｉｏｎ ［ Ｊ］ ． Ａｍｅｒｉｃａｎ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Ｒｅｖｉｅｗ， ２００３， ９３ （３） ： ７０９－７２８􀆰
［２６］ 诸竹君， 黄先海， 余骁 􀆰 进口中间品质量、 自主创新与企业出口国内增加值率 ［ Ｊ］ ． 中国工业经济，

２０１８ （８） ： １１６－１３４􀆰
［２７］ ＭＡＹＥＲ Ｔ， ＭＥＬＩＴＺ Ｍ Ｊ， ＯＴＴＡＶＩＡＮＯ Ｇ Ｉ Ｐ􀆰 Ｍａｒｋｅｔ Ｓｉｚｅ， Ｃｏｍｐｅｔｉ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ｔｈｅ Ｐｒｏｄｕｃｔ Ｍｉｘ ｏｆ Ｅｘｐｏｒｔｅｒｓ ［Ｊ］ ．

Ａｍｅｒｉｃａｎ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Ｒｅｖｉｅｗ， ２０１４， １０４ （２） ： ４９５－５３６􀆰

４５１

贸易与环境 《国际贸易问题》 ２０２１年第 ８期



［２８］ ＥＬＲＯＤ Ａ Ａ， ＭＡＬＩＫ Ａ Ｓ􀆰 Ｔｈｅ Ｅｆｆｅｃｔ ｏｆ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 Ｒｅｇｕｌａｔｉｏｎ ｏｎ Ｐｌａｎｔ－Ｌｅｖｅｌ Ｐｒｏｄｕｃｔ Ｍｉｘ： Ａ Ｓｔｕｄｙ ｏｆ
ＥＰＡ􀆳ｓ Ｃｌｕｓｔｅｒ Ｒｕｌｅ ［Ｊ］ ．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 ａｎｄ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２０１７ （８３）： １６４－１８４􀆰

［２９］ ＢＥＲＮＡＲＤ Ａ Ｂ， ＲＥＤＤＩＮＧ Ｓ Ｊ， ＳＣＨＯＴＴ Ｐ Ｋ􀆰 Ｍｕｌｔｉｐｌｅ－Ｐｒｏｄｕｃｔ Ｆｉｒｍｓ ａｎｄ Ｐｒｏｄｕｃｔ Ｓｗｉｔｃｈｉｎｇ ［Ｊ］ ． Ａｍｅｒｉｃａｎ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Ｒｅｖｉｅｗ， ２０１０， １００ （１） ： ７０－９７􀆰

［３０］ ＥＣＫＥＬ Ｃ， ＮＥＡＲＹ Ｊ Ｐ􀆰 Ｍｕｌｔｉ－Ｐｒｏｄｕｃｔ Ｆｉｒｍｓ ａｎｄ Ｆｌｅｘｉｂｌｅ Ｍａｎｕｆａｃｔｕｒｉｎｇ ｉｎ ｔｈｅ Ｇｌｏｂａｌ Ｅｃｏｎｏｍｙ ［Ｊ］ ． Ｔｈｅ Ｒｅ⁃
ｖｉｅｗ ｏｆ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Ｓｔｕｄｉｅｓ， ２０１０， ７７ （１） ： １８８－２１７􀆰

［３１］ 祝树金， 金小剑， 赵玉龙 􀆰 进口产品转换如何影响出口国内增加值 ［ Ｊ］ ． 国际贸易问题， ２０１８ （１１） ：
１－１６􀆰

［３２］ Ｌａｌｌ Ｓ􀆰 Ｔｈｅ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 ａｎｄ Ｐｅｒｆｏｒｍａｎｃｅ ｏｆ Ｄｅｖｅｌｏｐｉｎｇ Ｃｏｕｎｔｒｙ Ｍａｎｕｆａｃｔｕｒｅｄ Ｅｘｐｏｒｔｓ， １９８５—１９９８
［Ｊ］ ． Ｏｘｆｏｒｄ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Ｓｔｕｄｉｅｓ， ２０００， ２８ （３） ： ３３７－３６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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